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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孟强伟　 贾沛韬

　 〔摘要〕 在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６６ 年的农村扫盲运动中， 福建通过举办冬学和推广 “速成识字法” 塑造农

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凸显严肃的社会主义议题， 并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

字需求； 通过 “大跃进” 及其后的扫盲工作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 在此过程中， 若干

具体措施的实行使得社会主义进入农民日常生活。 这一系列革命性实践诠释出社会主义的诸多意涵，
促使农民对其形成政治认同， 展现了一幅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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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 许多政治力量都注意到一般民众识字学文化的重要性， 这使得扫除文盲逐渐成为各

种现代性设计共同着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①。 新中国成立后，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得更加

突出， 因为列宁曾强调， 在一个文盲国家里无法建成共产主义②。 新中国扫盲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大体发生在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６６ 年， 学界在这方面成果丰赡， 考察的重点是农民群体③。 有学者认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扫盲运动有着促使农民实现 “文化革命” 和 “文化翻身” 的意义④。 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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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农民扫盲文本进一步指出， 扫盲并非只为让农民实现 “文化翻身”， 它

更是一个建构政治认同、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规训过程①。 尽管现有成果已经对新中国农村扫

盲运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 例如， 回到具体历史进程和情境之

中， 国家诠释的 “社会主义” 具有哪些意涵？ 它们又是如何被农民接受的？ 本文拟以地方档案为主

要史料， 考察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６６ 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着力展现运动围绕各个时期中心工作曲折发

展、 通过若干具体措施深入乡村的过程， 以此呈现一段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历史。

一、 塑造农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 是新中国的

一项重要工作”， 其中又以农民的脱盲最为重要， 设若扫盲 “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 岂非大半成

了空话？”② 而解放之际， 福建省农村 ４１３ 万青壮年中， 超过八成是文盲和半文盲， 有些山区甚至无

一人识字③。 针对这种情况， 福建省政府、 省教育 （文教） 厅多次发布冬学工作指示， 各县市按要

求组织乡村新政权中的骨干及土改积极分子利用冬闲时间参加学习。 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冬学还被转

为常年民校 （农民业余学校）。 １９４９ 年的冬学仅是有重点地举办， １９５０ 年以后办学面逐步扩大。④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福建省有计划地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扫盲工作， 并陆续举办民校⑤。 １９５１ 年， 福

州市的冬学规模较上年扩大不少， 做到了村村办冬学、 乡乡有民校， 还涌现出一批模范教师和学

员⑥。 １９５２ 年， 福建省成立识字运动委员会， 还组建了以省政府副主席为主任委员、 省委宣传部和

省教育厅领导为副主任委员的省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⑦。 受中央政府积极介绍、 各地部队广泛推行

祁建华 “速成识字法” 影响⑧，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至 ７ 月， 福州、 南安、 建瓯等地自发办起 ７０ 多个 “速
成识字法” 实验班。 这虽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但有的地方教学较为认真， 也收到了一些效果。 同

年 ８ 月至次年 ３ 月， 福建全省开始自上而下有领导、 有计划地大力推行 “速成识字法”。⑨ 福建省之

所以能在 １９５２ 年出现扫盲学习高潮，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推行了此法。
无论常规冬学还是速成方法， 学习识字自然是题中之义， 而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也

是对学习内容的基本要求�I0。 新政府甫一成立， 就把向农民宣传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 解释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等， 作为冬学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要求深入浅出地说明人民国家

是如何艰难缔造、 人民革命是如何赢得胜利的， 为何必须把爱祖国、 爱人民作为人民国家的新道

德， 以便使全国人民都能自觉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I1。 １９５１ 年， 教育部又要求在冬学中对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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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①。 这些在福建省文教厅所

编的 《冬学课本》 中均有反映， “毛主席， 救人民， 领导工农大翻身” “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人， 我

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 等以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话语， 在刚刚解放不久的福建农

村， 显得十分新颖②。 在推行 “速成识字法” 的过程中， 各类识字课本也都着力塑造政治认同。 例

如借用老农的口吻说， 旧社会 “不讲理， 富人享福， 穷人受气”， 新社会 “好汉懒汉分高低”， “活
一年， 好一年， 日子越过越香甜”③。 直到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 这种强调新旧对比的故事仍然在识

字课本中大量存在。 有的课文朴实地描述了农民从过去 “面黄黄” 到现在 “脸胖胖” 的变化， 然

后简单明了地指出， 这是因为农民听了党的话④。
由此可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村扫盲运动除了具有基本的文化教育功能以外， 要旨在于尽快

塑造农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们乃是党和国家确定

的阶级柱石之一。 需要明确的是， 这里的农民实际指的是贫下中农。 尽管富农阶层同样存在很多文

盲， 但福建省选出的脱盲典型仍然都是贫下中农出身⑤。 即便原本应该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脱盲标

准 （认识多少个字算作脱盲）， 当时也会按照阶级身份区分出等级。 １９５３ 年的脱盲标准分为 “干部

和工人” “农民” “城市劳动人民” 等三个类别， 其中工人应识 ２０００ 个常用字， 农民 １０００ 字。 在

１９５６ 年的脱盲标准中， 工人识字量不变， 农民调升为 １５００ 字。 相比之下， １９８８ 年的国务院 《扫除

文盲工作条例》 则以职业身份和居住地域来界定识字主体， 具体包括 “农民” “企业和事业单位职

工” “城镇居民”。⑥ 改革开放后扫盲工作面向全体人民的取向， 更加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扫

盲运动的阶级分层意识。
和多数群众运动一样， 福建省在推行 “速成识字法” 时因为急于求成而造成了不少问题。 特别

是 １９５２ 年夏季以后， 出现了 “轻率冒进” 乃至 “轰了起来” 的状况， 看重速成而轻视民校的偏向

十分明显⑦。 有的地方甚至将 “速成识字法” 神秘化， 宣传三个月就能认 ２０００ 字， 却未讲清这需要

３５０ 个小时的课堂突击⑧。 发现问题后， 福建省三次缩减任务， 将脱盲的计划数字从 ６２ 万人减至 １８
万多人， 但这又被认为是犯了 “急躁冒退” 的错误。 再加上与春耕生产结合得不好以及经费上的紊

乱等问题， 扫盲工作呈现混乱局面。 南安县在第一批整顿中将四个乡的学员从 １４３８ 人减少为 ８７９
人， 被剔除的学员对此颇为不满， 表示 “起火也是你们， 打火也是你们”； 长泰县学员说， “教师没

有良心， 把我们一脚踢开”； 宁洋县甚至有学员 “撕掉书本” 并 “痛骂一顿”。⑨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人
民日报》 发表社论， 批评扫盲中的轻率冒进现象， 认为不适当地强调扫盲工作的重要性而把 “摊子

铺得太大” 是不切实际的做法�I0。 在中央舆论指导下， 福建省决定纠正扫盲运动中 “轻率冒进” 和

“急躁冒退” 两种偏向， 重点在于前者， 明确否定了竞赛、 创模等 “轰轰烈烈的做法”， 着力进行

整顿巩固�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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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 《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农民教育）》， １９７９ 年印行， 第 ２３ 页。
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编： 《冬学课本》 第 １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１ 年， 第 ４、 ５、 １２、 １６—１９、 ３４—３６ 页。
按： 这一时期福建的工人夜校同样在努力启发 “翻身感”、 灌输 “剥削” 等马列主义基本概念。 参见 《福建省志·教

育志》， 第 ４４０ 页。
《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 上册， 第 ８、 ９ 页。
参见福建省教育厅编： 《农民识字课本》 第 ３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 第 ３２—３３ 页。
参见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６ 年），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２。
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 《扫除文盲文献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２６、 ７６
页；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２７１３ 页。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１８４。
《惠安县五三年扫盲工作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惠安县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１４－００１－００１７－００６２。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１８４。
《扫除文盲的工作必须整顿》，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９ 日。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１８４。



新中国成立初期， 虽然尚未进入社会主义， 但冬学和速成识字扫盲中的国家认同教育事实上成

为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第一步。 尽管 “速成识字法” 因推广时急于求成而逐渐被放弃， 但福建农

村扫盲运动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在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中才真正开始 “运动” 起来， 进入一个崭新阶

段。 这是因为它始终配合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而进行， 中心工作起起伏伏， 农村

扫盲运动便随之 “波浪式” 地向前发展①。

二、 社会主义议题的凸显与农民的识字需求（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国家要求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 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觉地投入其中。 即使是在后来成为

福建第一个无盲乡的古田县秀峰乡， 也有人说： “自古以来有人担箂 （指竹子———引者注） 借谷，
没人担箂借字。” 老人怕女儿和儿媳读民校会 “变坏”， 还有的人认为自己笨、 学不会。② 之所以出

现此类声音， 是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权力关系， 使农民感受到国家的权

威， 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劳作和生活秩序， 因而农民仍然如传统乡土社会之时一样， 没有识字的需

求③。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中期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 这种秩序

才被彻底改变。 自此， 发展集体生产与做好分配成为农民的基本任务和利益所在。 为了保障自己在

农业合作社中的利益并维持其运作发展， 他们较为普遍地 “自动” 产生了识字的需求。
站在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这一问题， 会更加清晰明了。 因为不独中共，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

代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和国民政府也曾在扫盲的同时着力推进合作化， 却都没能将二者结构性地联

系起来。
１９２６ 年， 在关于 “平民教育” 问题的文章中， 晏阳初将贫困视作平民识字教育的难关之一。

如其所言， 中国人民 “十九赤贫……自无闲情逸致， 抛开谋生而受教育”。④ 因此， 他试图把识字

与改善生计结合起来： 通过培训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来给他们提供低息贷款， 同时要求只有具备读

写能力的人才能加入信用合作社， 以此激励文盲参加平民学校⑤。 晏阳初推行合作化的初衷在于通

过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纾解识字教育中的 “穷难” 困境。 但他反过来又要求农民只有识字才能参加合

作社， 以致识字与合作化互为前提， 陷入循环的怪圈。 不难看出， 这种通过外部强制把合作化与识

字机械地结合起来的做法， 使得晏阳初的合作化没有也不可能生产出农民内在的识字需求。 在此情

形下， 他通过改变农村文盲遍地的状况来培养爱国者进而实现国家强大的愿望必然落空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主导的合作化， 在相当程度上承接了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农村建立

信用合作社的实践遗产⑦， 因而与晏阳初的合作化相似， 国民政府也把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事业的

主流来发展⑧。 可是， 注重给农民提供贷款的做法表面上使得农村合作运动的 “国家化” 程度大为

加深， 却没有改变民间 “自治” 的格局⑨。 诚如时人所批评的， 这种没有身份与资产界限的合作制

度理想在农村遭遇的现实是： 多数合作组织都被豪绅把持， 而一般的合作社社员， 除地主富农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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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
００６２。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３－００８８－００６７。
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４—２２ 页； 徐秀丽：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

动的历史考察》，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 第 １ 卷， 天津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４４ 页。
参见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 第 ２ 卷， 天津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６７、 ２６８ 页。
参见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 第 １ 卷， 第 １１９—１２０ 页。
参见陈意新： 《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 年

第 ３ 期。
参见伍福莲：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增刊。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第 １６—１７ 页； 刘纪荣： 《国家与社

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多数是中农， 最需要银行贷款的贫苦农民反而被排除在合作社大门之外， 他们需要农本时， 仍然只

能求助于高利贷者①。 概言之， 虽然国民政府加大了资金层面的介入力度， 但仍属民间 “自治” 的

合作化注定很难与农民识字问题结构性地联系起来。 １９３５ 年之后， 为配合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只

能诉诸早见端倪的强迫识字措施， 福建省还专门颁布了强迫识字的办法②。 此时所用的识字读本则

旨在普及基本道德规范和一般常识， 强化对于诸如本省、 “党国” 及其领导人和合作社等的认知与

感情③。 此外， 当局更将识字人数的多寡与 “国家民族之盛衰” 联系起来④， 在未能创造出农民内

在的识字需求的情况下， 此等流于空泛、 无所着落的说教预示着强迫识字只能草草收场。
反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中期， 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合作化运动是在国家强力主导下， 将分散的小

农全部组织到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之内。 实践中， 开始时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和随后的整顿总体上

还算稳步前进、 健康发展， 但在 １９５５ 年夏季以后， 全国形成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浪潮。 这使

“社会主义” 成为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议题。 福建省闽侯县荆溪区在大约 ２０ 天的时间里就将初级

社及部分单干农民组织进高级社， 据说 “全区每个角落、 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 仙游

县仙水乡仙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仅用 １８ 天时间就完成了向高级社的转变， 有的农民认为步子走得太

快： “我才入社就取消土地报酬， 你们走的几步路要我一步就走完……” 有的农民则抱着 “随大

流” 的想法： “有土地报酬也好， 没有土地报酬也好， 我家有两个劳力反正差不多。”⑤ 无论抱怨还

是从众， 对于农民来说， 传统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已经发生彻底改变。 既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

作社， 就要发展集体生产并做好分配。 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口头交流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于

是， 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识字需求被发明了出来。
概言之， 与晏阳初和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化相比， 中共主导的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理想所

引发的 “结构化选择”⑥， 在凸显社会主义议题的同时， 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 此种需

求虽然源于国家这一外部性动力， 却因为农民难有选择而成为他们的内在需要。 毛泽东认为， 组织

农业合作社之后， 农民因为经济上的需要会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因而扫盲问题必须也只有在农业合

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 可谓至言⑦。 这也回应了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社会文字难以下乡问题的思考。
费孝通曾明言， 除非 “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 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 文字才能下乡”⑧。
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造成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

关于合作化之后农民迫切需要识字的情形， 福建省尤溪县的故事极具代表性：
新桥区洋头乡午后村， １４ 户人家， 过去没有一个识字人， 参加合作社后不会记工账， 只好在账

簿上画圈圈画道道。 社员的姓名写不来， 就从村头到村尾按居住的次序排队。 第一页为第一户， 第

二页为第二户， 其余顺序推下去。 大家想想， 这有多大困难。⑨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古田县秀峰乡。 由于村民不重视， 合作化以前， 该乡的扫盲工作不尽顺

遂。 原本早在 １９５２ 年春季， 乡里就办了冬学班， 但随着春耕生产的到来而很快解散。 之后每年也

都办冬学， 却总是 “冬季来了办冬学， 春节、 春耕来临就垮台”。 然而， 不识字根本无法应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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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孝仪主编： 《革命文献》 第 ８６ 辑， “中央文物供应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４６２ 页； 《薛暮桥文集》 第 １ 卷， 中国金融

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７０、 ２７１ 页。
参见 《福建省志·教育志》， 第 ４３４ 页。
参见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编： 《福建民众识字读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
参见福建省普及识字委员会编印： 《福建省识字教育概况》， 环球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 第 １ 页。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 《福建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 １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 第 １１、 １２、 ２５、 ２９、 ２８ 页。
参见吴毅、 吴帆： 《结构化选择：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 《毛泽东文集》 第 ６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４５５ 页。
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第 ２３ 页； 满永： 《文本中的 “社会主义新人” 塑造———１９５０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

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贺照田、 高士明主编： 《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 人间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６８—９１ 页。
《扫除文盲宣传提纲 （一）》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尤溪县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６０－６－５。



化以后的新形势。 １９５４ 年， 乡里办起初级社， 只找到几个粗通文墨的人来记账， 其中两人还有政治

问题。 余下村民连肥料价格也不会算， 无奈之下只好叫来地主帮忙， 还要派人在旁监督。 社员自己

不识字、 不会记工分， 让别人记又怕记错， 以至于 “晚上睡不着觉”。 有的社员常常为一两个工分

闹到半夜， 争执不休。①

对于本身也是农民的农村干部来说， 有文化则是维持农业合作社运作发展的必备素质。 因为合

作社是集体生产， 要求干部制定生产计划， 进行计划管理， 处理日常事务， 还要他们通过参加会

议、 看文件和报纸、 发通知等形式来掌握和贯彻上级的方针、 政策和指示精神， 没有文化绝难胜

任。 福安县溪邳乡的一个文盲党支书到县里开会时无法记下上级布置的任务， 看文件、 发通知、 写

条据都要靠别人帮忙， 难以履行职务②。 在尤溪县， 甚至出现这样的状况：
汤川区纪纲乡爱护社， 有一次要向汤川借粮， 会计写了一张介绍挑粮的条子， 放在办公室里，

请社长郑裴镇盖公章和私章。 因为社长不识字， 错把放在旁边的一张信盖上章交给社员去挑粮， 结

果粮食挑不来， 空花了五个工。③

由此可见， 合作化使得识字脱盲成为农村干部群众接轨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国家不仅发明了农民的识字需求， 还通过组织扫盲运动充分保障了这种需求的实现。 １９５５ 年

底， 中共福建省委要求配合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切实将扫盲工作纳入全面规划④。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作出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４ 月， 中共福建省委要求迅速建立

各级扫盲协会和办公室。 同月底， 以副省长陈绍宽为会长的省扫盲协会即告成立。⑤ 这一年， 福建

继 １９５２ 年之后再次出现扫盲学习高潮， 全省共有 １２０ 万青年参加民校学习， 共扫除 １６ 万青年文盲⑥。
农业合作化推动扫盲真正 “运动” 起来， 但 １９５６ 年春夏的反冒进扩展到扫盲领域之后， 福建

有些扫盲干部和民师 （农民业余教师） 开始出现思想顾虑。 他们抱怨说： “最倒霉的就是搞扫盲工

作， 三天风， 二天浪， 没有一天平静”， “宁可降两级去当小教 （指小学教师———引者注）， 再也不

干扫盲了”。 一些基层干部也担心再犯冒进的错误， 以至于有的县委指示今后一概不发民校灯油费，
有的区委布置不要搞扫盲工作， 还有的区委书记批评扫盲干部和民师是在 “搞资本主义”。⑦ 这些

言行不免偏颇，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 初衷在于纠正经济建设盲目发展的反冒进同样抑制了农村扫盲

运动的盲目铺开。 这种影响在 １９５７ 年全面体现出来， 是年， 福建省扫除的青年文盲数量较少⑧。

三、 在革命口号中促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１９５７ 年底， 中央层面开始在经济工作中 “反反冒进”， “大跃进” 运动渐次发动起来并席卷全

国。 在此过程中， “反透右倾、 鼓足干劲” 和 “坚持政治挂帅、 坚持群众路线” 成为福建农村扫盲

运动的基调⑨。 为了强调政治挂帅， 各级党委书记都亲自抓扫盲工作。 在干部群众中间， 针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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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个无盲乡： 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９。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６ 年），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２。
《扫除文盲宣传提纲 （一）》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尤溪县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６０－６－５。
《中共福建省委转发省教育厅党组、 团省委 “关于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农民扫盲工作的方案”》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３３－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１１９。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 《中共福建省委大事记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１９９９ 年印行， 第 ２３９ 页。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３３－００１－０４５８－００１７。
《关于本省扫盲工作情况简报》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１－００７７－００４６。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３３－００１－０４５８－００１７。 按：
就全国范围来看， １９５７ 年的脱盲人数也比上年略有减少。 参见刘英杰主编： 《中国教育大事典 （１９４９—１９９０）》 （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８３１ 页。
《关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７ 年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草稿）》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

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３２。



观点进行了思想教育。① 最为常见的教育方式是 “辩论”。 例如， 龙溪县孚美乡针对不少干部和民

师中存在的 “生产忙， 不可能组织班级学习” “分散学习， 零零星星， 不成样子” 等错误观点、 保

守思想展开了辩论②。 所谓 “辩论”， 事实上就是毛泽东批评的 “动不动 ‘辩你一家伙’”③， 实际

上已容不得落后分子。 有的地区还敲锣打鼓地给那些再三动员而不入学的青年贴大字报， 据说这个

办法很灵验， 很多顽固的人都被 “攻入学” 了④。 此种情形非福建独有， 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大跃进” 开始后， 福建提出不少脱离实际的扫盲任务和办学目标， 例如在五年或更短的时间

内彻底扫盲， 成为无文盲省⑤； 要组织一半的农村青壮年文盲、 半文盲入学， 并扫除其中的 ２０％⑥。
在 “大跃进” 的氛围下， 扫盲 “喜讯” 频传， 数字亮眼。 在省委 “苦战 ３０ 天， 实现普及教育” 的

号召之下， 据说莆田县五天就办起 １２０ 所农业初中， 七天就普及了中小学， 已做到每个乡都有农业

中学， 每个合作社都有小学， 每个生产队都有幼儿园； 海澄县苦干一天就创办了 ５３ 所农业中学；
南安县居然一昼夜之间就普及了教育⑦。 据统计， 全省入学人数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４３ 万余人发展到 １９５８
年的近 ３００ 万人。 １９５９ 年， 省委发动 “大战” 八九月， 要求大搞扫盲运动。 当时的材料显示， 在

这两个月里， 全省有 ２２０ 多万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民校学习。 到年底， 全省已有 ２４６ 万多青壮年

农民摆脱了文盲状态， 非文盲率已达 ７８．２％； 有 ５５ 个县市的青壮年非文盲率超过 ８０％， 其中 ２０ 个

县市达到 ９０％； 八成左右的脱盲群众升入业余高小班继续学习。 截至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全省农民入学

数超过 ３０５ 万人， 其中近 ７８ 万是文盲入学， 进入业余高小和业余中学的则分别有 ２１８ 万多和 ９ 万

多。⑧ 省里进而要求当年就完成扫盲和普及业余初等教育的任务⑨， 群众中甚至出现了 “扫盲不为

奇， 高小也还低， 中学算一般， 目标是大专” 的诗句�I0。
“大跃进” 期间， 高指标、 浮夸风并非农村扫盲运动所独有， 但这项工作似乎又有其独特价值，

当时的一个革命口号精练地体现了这种价值——— “社会主义是天堂， 没有文化不能上”。 由于严重

脱离实际、 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目标， 某种意义上讲， 这时的农村扫盲运动已经 “口号化” 了， 似乎

在夸张的革命口号声中， 社会主义新农民已经诞生， 毛泽东所期待的 “六亿神州尽舜尧” 的美好图

景已经浮现。�I1

然而实际上， “大跃进” 期间， 福建民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加之其他条件限制， 前面描绘

的扫盲成效恐怕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小落差。 当时就有人质疑 １９５８ 年的扫盲成绩， 他们说： “扫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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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６２。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３－００８８－００６７。
《毛泽东传》 （五），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８６０ 页。
《关于本省大跃进以来青年扫盲情况简报》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３３－００１－０３８９－０００１。
《学习秀峰 认真扫盲》， 《福建日报》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转发教育厅党组关于春节前后开展扫盲宣传的意见》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４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２－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按： 当时不少地方甚至有更为夸张的计划。 在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的成都会议上， 河南省提出要在一年内 “消灭文盲”，
毛泽东对此虽无太大把握， 但还是有些相信， 因此并未制止， 而是主张让其一试。 到了 １１ 月， 毛泽东直言 “不太相

信” 半年、 一年就能扫光文盲的说法， 认为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２ 年） 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参见 《毛
泽东传》 （四），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７６０—１７６１ 页； 《毛泽东传》 （五）， 第 １８７０ 页。
《普及教育、 扫盲、 勤工俭学情况简报》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２－００１８－０１０６。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６２。
《关于传达贯彻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情况的简报》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０４６。
《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在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福建省档

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０１。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７ 年， 全国共扫除文盲近 ２８００ 万人， 而 １９５８ 年一年即号称扫盲 ４０００ 余万人， 远超之前九年的总和。 随

后两年公布的扫盲人数大幅减少， 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大。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

向全国人大作关于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的报告时说， 到 １９５９ 年， 已有 １．１ 亿多青壮年摆脱

了文盲状态， 占农村青壮年总人数的 ２ ／ ３。 参见刘英杰主编： 《中国教育大事典 （１９４９—１９９０）》 （下）， 第 １８３１ 页； 谭

震林： 《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７ 日。



成绩， 天晓得”； “去年扫盲 ８０％， 今年复盲 ８０％”①。 另据当年接受过公立小学教育的一位永春县

东平镇村民回忆， 大炼钢铁期间， 学生上午上课， 下午则要到溪边洗黑砂以备炼钢之用②。 全日制

学校尚且如此， 民校扫盲的效果不难想象。 惠安县净峰镇的一位扫盲积极分子回忆说， “大跃进”
时期白天忙于生产， 晚饭后去夜校学习， 虽然积极性很高， 但是 “学了就忘”， 以至于自己到现在

还是不识字③。 积极分子尚且如此， 一般学员的情形同样不难想象。 此外， 直到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教育

部还在答复福建省有关职工和农民中非文盲达到什么比例才算基本扫盲的问题④。 这从侧面说明福

建农村此时仍未实现基本扫盲的目标。 同年夏， 福建省教育厅在闽侯县开展通过拼音识字扫盲的试

点工作， 动员入学时即有群众直言， １９５８ 年的扫盲 “没搞成”⑤。 理论上讲，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或许是脱盲不够扎实而 “回生” 乃至 “复盲”。 不过， “大跃进” 时期看似丰硕的扫盲成果本身存

在虚报浮夸因素， 无疑也是事实⑥。
尽管 “大跃进” 时期的数据存在水分， 但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以福州市某

农业合作社为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八年里， １ ／ ３ 青壮年文盲社员成功脱盲。 其中， 有的人当上了

生产队长、 技术员、 会计和民师； 有的人过去一字不识， 如今却能担任出纳； 有的人从民校毕业后

到福建机器厂学习农业机械技术， 能够组装、 修理抽水机和碾米机等机器； 有的民校女学员脱盲后

学习开拖拉机， 成为女拖拉机手。 这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质量和生产能力。⑦ 截至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通过扫盲和其他业余学习， 福建省 ３６ 个县市共培养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 １１ 万多人， 技术

员 ６ 万多人， 会计和记工员近 ３ 万人， 民师 ７ 万多人⑧。 这些人能够在农业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中胜

任各自的职务， 客观上展现了农村扫盲运动的效果。
１９６１ 年， 福建各地开始要求 “适当安排” 扫盲工作， 强调坚持群众自愿、 不影响生产和劳逸

结合的原则， 做到农闲多办、 农忙少办、 大忙不办⑨。 自此以后， 农村扫盲工作虽仍间或以运动的

面目出现， 但作为一场严格意义上的运动其实已经停止， 转而进入常态化阶段。 不过， “大跃进”
时期农村扫盲运动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的做法却被承袭了下来。 “四清” 运动中，
革命口号持续高扬， 为适应 “突出政治” 等口号， １９６５ 年以后， 在开展民校教育时， 国家开始将

毛泽东著作定为政治学习的核心内容。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作出批

示， 要求在扫盲过程中学一些毛泽东的语录。�I0 ７ 月， 教育部进一步提出， 职工和农民扫盲应以

《毛主席语录》 为基本教材�I1。 对此， 福建省不甘落后， 迅速与曾在江苏省邗江县方巷大队蹲点的

张爱萍联系， 请求印刷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编的 《学毛主席著作识千字》。 该书从用毛泽东思想教

育武装农民的角度出发， 力图兼顾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识字两个需求。 获得同意后， 福建省即在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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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配合当前生产高潮、 掀起农民学习高潮———董纯才副部长总结发言》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

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２０。
笔者采访福建省永春县东平镇村民的记录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笔者采访福建省惠安县净峰镇村民的记录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扫除文盲文献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６）》， 第 １２８ 页。
《拼音识字扫盲试点工作报告》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２４－０４９６－０１２０。 按： 到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蹲点的江苏省邗江县方巷大队仍有 ９５％的人是文盲。 参见张胜： 《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

军人的对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８２、 ３８７ 页。
在广东省， 根据比较实际的统计， 到 １９５８ 年底共扫除文盲 ２６０ 万人， 但由于层层虚报， 最终形成的扫盲数据是 ５４７ 万

人， 比实际数字多出一倍还多。 这使得 “复盲” 现象十分严重， 一般都有 ３０％， 部分单位甚至达到 ４０％至 ６０％。 参见

何辛编著： 《广东教育 ５０ 年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６５—６６ 页。
《福州市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１。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６２。
《批转专署教育局关于 １９６１ 年下半年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意见的报告》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闽侯县档案馆藏， 档案

号 ００２９－００２－０４７１－００２４。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３８２、 １４０１ 页。
《农民扫盲记工教学课本》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２４－０５２７－０００６。



扫盲班中将其作为教材使用。① 不难发现， 扫盲进行到此时， 已经因为中心工作的变化而承载起新

的政治话语， 非常时期到来之前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宏大历史进程也进入尾声。

四、 农村扫盲运动的具体措施：社会主义进入农民日常

在农村扫盲运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 既要有切合受教育对象特点的动员技术， 又要根据 “业余

教育” 的现实条件作出细致周到的安排， 在此基础上， 再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 通过农村扫盲运

动中的若干具体措施， 社会主义从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渗入乡村日常生活， 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

愈发深入。
（一） 文化诉苦

即使是合作化以后， 出于多种原因， 许多有了识字需求的农民仍不愿主动投入扫盲运动之中。
想要提高农民的觉悟， 就要配以相应的动员技术，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 “情感动员”， 即诉苦。 如前

所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教育中， 已有泛泛的、 新旧对比式的诉苦。 而在扫盲真正 “运动”
起来后， 更具针对性的 “文化诉苦” 则更为突出。 与土改中的政治诉苦相似， 文化诉苦也强化了国

家与农民的联结， 深化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②。
文化诉苦立基于对解放前农民无法读书识字的控诉。 如福建省制定的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

要点》 所言， 彼时， 文化教育因被地主和资本家控制而只为少数人服务， 即使某些城市办有民众学

校， 也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③。 浦城县一位民师说， 农民兄弟 “不识字增加了不少痛苦”， 他自己

就是如此， １２ 岁开始给富农放牛、 当长工， 很羡慕富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 于是带着做长工攒的钱

去五里之外的地方读夜书。 直到解放后村里开办民校， 他才有机会正式上学， 后来还成了省级扫盲

优秀教师。 另一位扫盲积极分子诉苦道， 自己从八岁起给地主放牛、 当长工， 曾经因为翻地主儿子

的书而挨打， 此后再也没有看书的机会，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④ 对比之下， 旧社会之苦与

新社会之甜跃然纸上。
应该说， “解放前农民受教育权利被剥夺” 更多的是一种源自土改的建构性话语⑤， 但是通过此

类诉苦， 农民对于以新农民之姿投入扫盲的认知还是会有所提高， 学习的积极性也就随之被激发了

出来。 同时， 农民被强化了与国家之间的联结， 其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会显著加深。
（二） “以民教民， 能者为师”
在实现有效动员的同时， 还需要组织稳定的教师队伍， 这是农村扫盲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硬件

基础。 １９５３ 年以前， 尚有一些专职教师参加扫盲工作， 但因经费入不敷出⑥， 只能转而动员民间力

量， 采取 “以民教民， 能者为师” 的办法， 发动符合条件的本地人在自愿和不耽误生产的原则下担

负起农村扫盲教学任务⑦。 在民校里， 只有少数编内专职教师， 师资主体是 “就地取材” 的民师。
下放干部、 回乡职工和学生， 以及文化程度较高、 政治条件较好的在乡知识分子都可以担任民师⑧。
例如 １９５６ 年， 秀峰乡的扫盲运动达到高潮， 教师人数不能满足需要， 于是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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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学生和业余扫盲采用学毛主席著作的课本》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７ 月 １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
０２４－０５４９－００１７。
参见郭于华： 《倾听底层： 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３—７８ 页； 李里峰： 《土改中的诉

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等等。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１。
参见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６ 年），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２。
参见满永： 《文本中的 “社会主义新人” 塑造———１９５０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批复有关扫盲工作的几个问题》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０２３。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１８４。
《关于 １９６１ 年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意见》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６－００８７－０１０４。



的高小毕业生、 复员军人等进入民校参与扫盲①。
对于实质上仍是农民、 业余充当教师的民师群体， 需要经常性地开展思想工作。 仍以秀峰乡为

例， 有些民师认为 “当民校教师没前途， 不如当干部”， 乡党支部就强调 “教人识字， 也是建设社

会主义的具体表现”②。 省里也针对 “当民师没出息” “增加额外负担” 等观点， 强调当民师是每个

农村文化人的光荣责任， 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行动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集体主义价值观

的引导应该可以发挥提高觉悟的作用， 或者说构成某种潜在压力。 至于具体效果， 则需进一步展开

实证研究。 针对民师的思想工作不只包括价值观引导， 还有现实优待。 秀峰乡将民师当作干部看

待， 请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 关心他们的政治要求， 对满足条件的还会积极吸收入党入团④。 这显

然有助于促使民师走出不安于位的消极状态， 奋力投入扫盲运动之中。
在实际教学中， “以民教民， 能者为师” 意味着水平有限的民师常常处于一种边教边学的状态。

福建全省虽然建立了组织化的教师进修网和教学辅导网， 但整体而言民师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 根

据光泽县的统计， １９６０ 年， 在 ６００ 多名民校高小班教师中， 文化程度为 “扫盲毕业” 的占 ６５％，
高小程度占 ３０％， 初中程度只有 ５％。⑤ 对于占比超过一半的仅有扫盲毕业文化程度的民师来说， 教

群众识字或许还可以应对， 教高小班则难免力有不逮。 如此便不难理解秀峰乡为何会出现学员讽刺民

师 “床底下踢毽子———平平高” （意思是教师和学员的水平差不多） 的现象⑥。 应该指出的是， “以民

教民， 能者为师” 是符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广大民师在回报很少的情况下兢兢业业投入扫盲工作，
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低估； 即便有缺点和不足， 主要也源于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 不应过于苛责。

（三） “政府领导， 农民自办”
在实现有效动员和保证师资来源之后， 就要把农民组织到学校中来。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是在缜

密的组织领导之下开展的， 总结出了 “党委挂帅、 全党动员、 层层负责、 单位包干” 的经验⑦。 该

经验要求基层党委做到 “五统一” （统一领导、 统一安排、 统一布置、 统一检查、 统一评比）， 干

部做到 “三包” （包生产、 包组织入学、 包巩固毕业） 和 “五定” （定人、 定班、 定时、 定任务、
定质量）⑧。 这些部署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至于经费， 由于政府财力有限， 多数时候由群众本着自愿原则自行解决。 早在 １９５３ 年， 福建

省教育厅即指出， 作为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扫盲不能由政府 “包下来”⑨。 １９５６ 年， 在 《关于认真贯

彻执行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的指示》 中， 福建省委、 省人委明确提出， 扫盲是一项群众性工

作， 必须大力动员群众和社会力量来协助政府开展这一运动。 《指示》 还指出， 民校经费或是靠学

员自筹， 或是通过组织学员搞副业和开荒等办法来解决�I0， 合作社公益金只能作少量补助。�I1 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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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个无盲乡： 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９。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 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９。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１。
《全省第一个无盲乡： 古田秀峰乡的扫盲经验》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０３－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９。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６２。
《学习先进 加速扫盲———经验介绍汇编》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３－００８８－００６７。
《关于在农村中继续认真扫除文盲、 大力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意见的报告》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４－００４２－０００１。
《福建省当前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６２。
《福建省一年多来扫盲工作初步总结》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０１８４。
具体来说， 就是采取 “近山靠山、 近水靠水、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的办法解决民校经费和民师误工补贴等问题。 就

连扫盲毕业证书， 都要由群众自费解决。 参见 《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宣传要点》 （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

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１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１； 《有关扫盲标准等问题》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００８－００８３－
００１５。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的指示》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７８－ ０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



县古镇乡的一些民校学员因交不起灯油费而想退学， 乡里组织他们搞副业生产、 为供销社挑运货

物， 所得收入充当灯油费。 有的班仅靠运货一项一个月就挣得 １６ 元。① 费用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
师资也主要来源于农民， 这使得农村扫盲运动看似颇有群众 “自主办学” 的味道。 但很显然， 这场

运动的主导力量、 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和政府。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政府领导， 农民自办” 的措施主要落实在 “铁民校” 上。 所谓 “铁民

校”， 指的是能够做到学员常年学习、 比较稳定巩固的 “四季常青” 的民校。 在虑及农民生产忙闲

等现实因素的前提下， 其具体要求大体是： 能够坚持学习一年以上， 每年至少学习 ２５０ 个小时， 经

常学习的学员巩固率达到 ８０％以上， 等等。② 秀峰乡 （秀峰生产大队） 的民校是 “铁民校” 中的典

型， 《人民教育》 １９６０ 年第 １ 期刊发福建省教育厅的文章， 介绍秀峰大队 “铁民校” 普及业余初中

的经验。 同年 ３ 月 １４ 日， 《人民日报》 不但报道了秀峰扫盲的先进事迹， 热情赞之曰 “文化革命红

花插秀峰”， 还称 “铁民校” 已在福建各地农村遍地开花③。 同月， 教育部党组在报告中提出， 可

以在全国推广福建 “铁民校” 的经验④。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由此成为国家样板。
（四） 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

扫盲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 “联系实际” 服务社会主义⑤， 所谓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具体的国家任

务。 例如在永定县古镇乡， 民校上语文课时尽可能结合具体任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抗旱时， 就讲

“人定胜天” 和 “刘胡兰” 两课， 以英雄模范事迹鼓舞学员投入抗旱斗争。 征购余粮时， 就教唱相

关歌曲， 并在黑板上写上 “大家踊跃出售余粮， 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的口号， 让学员抄

写。 又如在莆田县联星乡， １９５５ 年征集补充兵员时， 由于民校学员带动， 全乡 ９３％的青年报名应

征。 这年冬天， 在民校妇女学员带动下， 全乡 ３５０ 名妇女投入抗旱工作， 共挖掘大型水井 ３１２ 个。
此外， 乡党支部在春耕中号召每个学员三天内积肥 ２０ 担， 结果平均每人完成 ２７ 担。⑥ 凡此种种或

许可以说明， 福建农村扫盲运动在贯彻落实各项国家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民在承接以上四项具体措施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不再是宏大高远的社会主义意象， 而是进入

日常的社会主义。 农村扫盲运动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由此润物无声地走向具体深入。

五、 结　 语

从全国范围看，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扫盲运动成绩斐然， 帮助大量农民实现了 “文化翻身”。
但这场运动并非只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更有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之意图。 通过考察 １９４９ 年

至 １９６６ 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可以发现， 由于这场运动始终跟随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而且实行了文化诉苦等具体措施， 其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塑造体现为一系列革命性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 无论举办冬学还是推广 “速成识字法”， 都将农民识字与塑造其对新中国的

政治认同结合起来。 合作化运动在凸显社会主义这一严肃议题的同时， 结构性地发明出农民的识字

需求， 扫盲由此真正 “运动” 起来， 识字脱盲成为农民接轨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大跃进” 及其

后的常态化扫盲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 而文化诉苦的动员技术、 通过 “以民教民，
能者为师” 来保证师资、 建立政府领导下农民自办的 “铁民校”， 以及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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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６ 年），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２。 按： 此种情况并非福建一省

特有， 很多地区都是如此。 参见 《热心扫盲的民校教师》，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５ 年， 第 ２４ 页。
《一年来农村扫盲和业余学习工作总结》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３３－００１－０４５８－００１７。
参见 《文化革命红花插秀峰———访福建古田县大桥人民公社秀峰生产大队》，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福建

“铁民校” 遍地开花》，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参见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９６７ 页。
参见满永： 《文本中的 “社会主义新人” 塑造———１９５０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福建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汇刊》 （１９５６ 年）， 福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Ｇ７２２－２。



是农村扫盲运动实行的具体措施， 社会主义由此进入农民日常。 这些革命性实践为农民诠释出认同

新中国、 识字脱盲、 革命口号和日常措施等 “社会主义” 的诸多意涵， 促使他们形成社会主义的政

治认同。 农村扫盲运动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由此得以展开。
最后， 似有必要对农村扫盲运动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内涵作进一步讨论。 前已述及，

新农民不仅包括完成扫盲的普通农民， 还包括脱盲后成为基层干部的农民。 国家的人才需要构成了

调整政治分层的动力， 而扫盲运动则使部分农民进入更高的政治层级， 实现了向上的政治性流动。
这是围绕干部队伍的科层结构来重组社会的重要内容， 因而也是国家整合的一部分。 不过， 需要指

出的是， 无论普通农民的 “文化翻身” 还是部分脱盲农民成为基层干部， 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身份都

对其有相应的限定： 对于脱盲的普通农民来说， “文化翻身” 不等于通向无限制的个体自由； 对于

经过扫盲成为基层干部的农民来说， 干部身份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农村而真正向上流动。 因为

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 普通农民读书识字为的是更好地担负起他们作为 “国家的农民” 的责任， 而

基层干部学文化则是为更好地做好 “国家的农村工作”。 由此可见， 虽然晏阳初和国民政府的扫盲

实践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主导的农村扫盲运动都担负着 “为国” 的重任， 但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完成

这一任务。

（本文作者　 　 孟强伟，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 贾沛韬，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

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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